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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中个体为他人或者群体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一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的决策结果，往往会引

发委托人的不满与后续的问责。为了逃避可能的指责，代理人往往表现出责任规避的倾向，这将给委托

人及群体利益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本文将从代理决策的角度探讨导致责任规避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应

对措施。文章首先明确了代理决策中责任规避的含义并总结了责任规避现象的表现形式，包括不确定性

偏好、采取保守选项、转移决策权和找借口等；其次，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代理人视角与组织

制度视角分析了责任规避现象背后的成因；最后，文章从这三个层面出发提出应对措施，以期对预防责

任规避行为和强化担当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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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viduals often make decisions for others or groups in life. In the process, once there is a negative 
decision result, it will often lead to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lient and the subsequent accountability. 
In order to avoid potential blame, agents often show a tendency of buck-passing, which has m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ncipal and the grou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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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hat lead to buck-pas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presentative decision-making and pro-
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irstly, the article defines buck-passing in representative 
decision-making and summaris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henomenon of buck-passing, including 
uncertainty preference, adopting conservative options, transferring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making excuses; Secondl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auses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buck-pas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the agent’s perspective and the organisa-
tional system; Lastly, the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o shed 
light on the preventing buck-passing behaviour and the strengthening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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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古以来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活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

决策行为，而现代社会就是由各种委托–代理关系构成的网络社会(谷志军，2013)。在这一框架下，代理

决策(Representative Decision-Making)作为一种核心机制，深刻影响着社会运作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医

疗、投资及组织管理等关键领域。它指的是个体在特定的情况下，受委托代表他人或群体利益做决策的

过程。例如，在医疗领域，医生或监护人作为代理人，为限制或无行为能力的患者做医疗决策(陈化，2020)；
在投资领域，股东(委托人)将其投入的资本委托给专业经理(代理人)，以追求最佳投资回报(张力敏，2020；
张涛，2001)；在企业运营中，员工代表则肩负着代表公司利益进行谈判与沟通的重任。在各种代理决策

中，常见的传统代理决策模式分为预先指示和替代判断两种(陈化，徐喜荣，2013)，前者是代理人在委托

人有预先指示的情况下，按照指示行动；后者是在无指示的情况下，根据最佳利益原则以全面权衡决策

对委托人利益的影响，从而选择最有益的决策。因此，在委托–代理关系当中，委托人如何设置最优合

约来激励代理人，使其代理决策行为能够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至关重要。 
然而，代理决策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责任规避倾向的普遍存在(陆静怡，尚雪松，2018)。

问责是为实现目标任务而对责任主体施加的一种行为控制机制(许珂，张芳文，2024)。在面对决策可能引

发的潜在风险及负面结果时，个体所承受的问责压力也随之而来，部分决策者表现出对不确定的偏好

(Dhar & Nowlis, 1999; Leonhardt et al., 2011)、采取保守策略(Batteux et al., 2019; Charness, 2000)、转移决

策权(Steffel et al., 2016；田先红，周展，2024)或者找借口的方式(彭宗超，祝哲，2018)，以减轻因决策失

误而可能承受的责任追究。这些行为虽能保护自我利益(田先红，周展，2024)，但可能对委托人的利益造

成一定的损害。因此，如何有效识别、防范并纠正代理决策中的责任规避行为，成为提升决策质量、保

障委托人与集体利益的迫切需求。本文将深入探讨代理决策中的责任规避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

列应对措施，旨在有效预防和减少责任规避行为的发生，同时强化代理人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2. 责任规避 

2.1. 责任规避的含义 

代理人的责任规避是委托–代理关系中常常会出现的问题之一。责任规避(Buck-Passing)不仅是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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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对潜在负面后果时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更是委托–代理框架下复杂互动关系的直接反映。后悔理

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多种策略选项进行决策时，容易出现预期反馈和反事实思考，即在决策前决策者会

对多个选项均被执行的结果进行对比而产生(预期)后果(Zeelenberg, 1999)，在决策后会想象如果采取其他

策略选项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Tykocinski et al., 1995)。无论是那种情况，都可能会使个体表现出责任回

避，在代理决策中更是如此。当代理人在行使被授予的权力时，若其决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导致

不利后果，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引发委托人的不满与问责。为了逃避来自委托人的潜在指责，代理人在决

策时，可能会表现出责任规避，从而减弱自己与负性决策结果之间的关联(陆静怡，尚雪松，2018)。这种

责任规避倾向不仅影响了代理人的决策质量和效率，还可能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稳定性和信任基础造成

损害。 

2.2. 责任规避的表现形式 

为了避免被委托人问责这种不利局面的发生，代理人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策略性行为来规避责任。首

先，寻求不确定性以规避风险带来的问责(Dhar & Nowlis, 1999; Leonhardt et al., 2011)。在面临不确定性选

项时，决策者往往会感受到对最终结果的掌控感减弱，这促使他们倾向于将决策失败的部分原因归咎于

不可控的运气因素，进而在心理减负(黎卓承，2023)。Leonhardt 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当在两种会造成

程度相同但概率不等的伤害情景中进行选择时，个体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偏好。其次，采取更保守选项

(Batteux et al., 2019; Charness, 2000)。当要为他人负责时，代理人会减少对风险选择的偏好，倾向于选择

更为保守的决策方案，即使这些方案可能不是最优解，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失败的风险和可能的指责。

再者，转移决策权(Steffel et al., 2016；田先红，周展，2024)。代理人可能会寻找“替罪羊”，把决策权

转移给第三方，此方式试图将个人责任分散或转移，从而减弱自己与最终决策结果之间的直接联系。最

后，通过找借口来推卸责任。借口式避责是指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或逃避惩罚，将责任归因于客观因素而

非主观因素，同时强调一些不可控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为自己开脱(彭宗超，祝哲，2018)。 
综上所述，责任规避行为不仅通过不确定性偏好、采取保守选项、转移决策权和找借口等得以体现，

还广泛渗透于个人与群体决策的各个环节，其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承担不良后果的天然抵触心理以及寻

求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行为的普遍存在促使我们在设计组织结构、制定决策规则以及培养个人责任感

时，需更加审慎地考虑如何促进决策过程中的责任担当。 

3. 责任规避产生的原因 

3.1. 委托–代理关系视角 

信息不对称(贺培青，2011；张力敏，2020)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造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

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代理人所拥有的私人信息(行动或知识)能影响委托人的利益(张维迎，1999)。具

体来说，委托人和代理人获得的信息并不相同，代理人往往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委托人既无

法监督代理人的行为(谷志军，2015)，也无法掌握代理人的专业信息、努力程度及决策和风险等信息(刘
伟团，2007)。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张力敏，

2020)。因此，代理人可能会借此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为委托人做出最优的决策，甚至损害了委

托人的利益。而当委托人利益受损时，便可能会对代理人展开问责，此时代理人便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

这一天然条件为自己开脱，从而产生责任规避(黎卓承，2023)。 

3.2. 代理人视角 

从内部因素而言，决策者的情感会对决策的结果产生影响(Loewenstein et al., 2001)，如共情能力(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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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内疚或自责等(任玉冰，杜秀芳，2018)。共情能力可能有助于双方的有效沟通(Schoofs et al., 
2019)，缺少共情可能会影响最优决策方案的确定。在决策过程中，当代理人出现认知失调时，就会产生

消极情绪(李良，2014)，如内疚或自责等(Eriksen & Kvaløy, 2010)，此时个体会试图通过消除认知的不一

致性来避免消极情绪的体验(李良，2014)，而采取决策回避是不一致消除策略的重要方法(Van Harreveld 
et al., 2009a, 2009b)，如代理人可能通过风险规避或者片面地按照委托人的想法执行决策，以此实现决策

中的责任规避。 
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方面，依据施瓦茨价值观理论，个体受遵从(高志华等，2016)价值观驱动，倾向

于在决策时恪守规则，忠实执行委托任务，避免做他人认为不对的事。同时，基于社会规范理论，面对

上级等社会压力(许珂，张芳文，2024)，代理人容易形成避免被他人指责的动机(Pollmann et al., 2014)，倾

向于规避责任，这源于消极事件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往往大于积极事件(Baumeister et al., 2001)。这种避

免被他人指责的责任规避倾向常以风险规避的形式表现(彭丽芳，2021)，如在医疗代理中，若代理人不愿

承担额外的责任，就会通过选择保守选项等方式来避免因其决定产生的负面后果而受他人指责。另一方

面，这一行为还可能深深根植于印象管理的需求之中(黎卓承，2023)。在复杂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代理

人不仅代表着个人，更承载着特定角色与职责的期望。一个决策的失误或负面结果，对于代理人而言，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失败，更是对其自我形象构成的严峻挑战，因为这将会削弱代理人自身的能力感

(Larrick, 1993)。 

3.3. 组织制度视角 

组织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作为组织运作的基石，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代理人的行为导向与责任担

当。当这些制度存在缺陷时，无形之中为代理人规避责任提供了不应有的客观便利。具体而言，除了问

责规章制度不健全(方付建，2014)、决策与执行机制未能有效分离导致权责不明之外(田先红，2022)，还

有多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彭媛，唐斌，2024)。 

4. 责任规避的应对措施 

减少个体的责任规避行为，促使个体在代理决策过程中彰显责任担当，这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委托人

与代理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以减少委托人及群体利益的损失。作为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在面对

艰难决策时，我们更应以担当的精神来面对。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复杂局面的重要武器，更是我们实现集

体目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根据前文所述代理决策中责任规避行为的相关研究，本文从委托–

代理关系、代理人与组织制度三个角度出发，来探索如何减少责任规避，彰显决策担当。 

4.1. 优化信息共享，深化沟通协作 

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彼此间的信息优化在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根据认知偏差理论，个体可能因为确认偏见和可得性偏见等认知偏差，倾向于只关注符合自己观

点或容易获得的信息，忽视其他重要信息。这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决策偏差，进而引发代理决策中的

责任规避。为了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可以从建立基于目标行为的契约(贺培青，2011)和扩大信

息共享(曹炜贞等，2023)两个方面出发，在帮助个体认识到认知偏差存在的同时，促使双方有效地沟通以

确保代理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目标尽可能地趋近一致。曹炜贞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对照组而言，

扩大信息共享的观察组中病患的优良率和治疗依从性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在优化信息共享及沟通的过程

中，医护人员能够获取到病人更多的想法，从而有效地制定更适合的手术方案及护理措施(曹丽君等，2022)，
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责任规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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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选择有效因素，推进担当教育 

培养代理人的担当意识以减少责任规避。首先，培养风险承担意识。敢于冒险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朱
崇实，2017)，通过角色扮演等替代性学习方式，让代理人认识到完全避免责任并不总是可行的，有时可

能会错失重要的机会或导致更大的损失，为此，培养其敢于承担一定风险的精神很重要。其次，提高自

我认知与情绪管理能力。帮助代理人认识自己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等情绪反应，并学会对情绪进行积极的

管理，如正念冥想可以提高个体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以减少对负面信息回避的倾向(海燕，2023)。最后，

发挥责任担当的示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

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石晖(2022)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干预组的老年人在

完成经验学习等方式练习后，数字自我效能感得到明显提升，由此可见经验学习的重要性。因此，通过

弘扬社会各领域中的责任担当事迹，丰富教育素材(张玲，杨雪娜，2024)，以引导代理人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行为准则，从而减少对自我形象维护的过度关注，在决策时更显担当。 

4.3. 完善激励机制，激励担当作为 

组织机构构成了委托–代理发生的背景与基础条件，相关组织应完善对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以促进

代理决策的高效进行，如薪酬激励机制、职业发展激励机制与社会关系激励机制等(周玉华，2024)。期望

理论指出，个体积极性的调动程度取决于期望值与效价的乘积。在组织环境当中，为了激励员工，必须

让其明确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与个人的绩效紧密相连。早在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

夫就提出，在承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设置最优奖励机制的方式来引导代理人

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方案(吴新博，2005)，而后 Laffont 和 Martimort 在著作中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Laffont & Martimort, 2002)。一个明确的激励制度可以确保代理人的努力和贡献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不仅

促使代理人将委托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还可以激励他们最大限度地分析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并制定最全

面的决策方案，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5. 结语 

生活中，代理决策无处不在。代理决策中代理人的责任担当对于委托人及群体而言至关重要。以往

相关研究大多从经济学或管理学出发探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了广义上

的代理决策中的责任规避现象，提出了优化信息共享、选择有效因素展开担当教育和完善激励机制的应

对措施，旨在为相关领域研究者解读委托–代理问题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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